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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安全化及
中国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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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政治格局下大国竞争关系的转变促使知识产权以
新型非传统安全的形式进入国家安全议程。在安全化理论下，知识
产权安全是一种话语建构行为，知识产权安全化是通过话语策略将
知识产权问题建构为国家生存威胁的过程，涉及知识产权信息流动、

知识产权权利转移和知识产权产品交易三类安全威胁行为。知识产
权安全化始于知识产权与军事安全的融合，并随经济全球化与科技
革命进程进入非传统安全领域，主要表现为大国经济竞争中的知识
产权保护与大国科技竞争中的技术封锁问题。知识产权安全化机制
包括在特定语境下塑造大国间知识产权敌对关系的身份话语建构，

以及利用话语策略修饰知识产权风险的威胁话语建构。在当前中美
竞争主导的大国竞争格局下，中国既应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及时解
构美国知识产权安全威胁的话语策略，还需以发展与安全兼顾原则、

宽严相济理念为指导，制定面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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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政治局势变革与大国竞争冲突升级，知识产权逐渐被世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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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纳入非传统安全议程。２０２１年４月，美国出台 《２０２１战略竞争

法案》，将 “知识产权盗窃”（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ｈｅｆｔ）视为安全威胁，并
拟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盗窃清单实施经济制裁。① 随后，美国专利商标局前局
长撰文呼吁应将知识产权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② 欧盟
自２０１９年以来连续通过 《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 《知识产权行动计
划》等法规，呼吁成员国建立或强化外国投资筛选机制，防范外资通过并购
获取欧盟关键知识产权，从而威胁欧洲经济与科技安全。在亚太地区，中国
颁布了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要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
的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知识产权对外转让
规则等。③ 日本则出台了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调禁止公开涉及敏感技
术的专利信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④ 可见，制定知识产权安全政策已成为
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应对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方式。
定义知识产权安全是制定知识产权安全政策的前提。现有文献呈现两类

研究态势：第一，基于公共管理路径体系化诠释知识产权安全内涵、定位及
功能，识别知识产权安全风险并强调构建知识产权安全治理体系；⑤ 第二，
从法学视角分论知识产权安全例外规则、强制技术转让、限制技术出口、知
识产权跨国并购、商业秘密盗窃等国家安全议题。⑥ 上述研究存在如下欠缺：
首先，未能从国际关系视角厘清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因而泛化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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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安全内涵；其次，缺乏对知识产权安全化的过程性解释，削弱了知识
产权安全研究的理论性。基于此，本文拟聚焦 “安全”，将知识产权安全溯
源于政治学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范式，参照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以构
造知识产权安全理论，并尝试厘清知识产权安全内涵及安全化机制。随后，

本研究将关注大国竞争背景下知识产权被安全化主体及受众以话语方式共同

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历史进程，同时以中美竞争关系为叙事主线，重点分
析美国将知识产权纳入经济与科技安全议程的行为逻辑，为中国应对美国知
识产权安全政策并制定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提供启示。

一、知识产权安全的理论构建

（一）安全化理论的提出及发展
冷战以降，国际安全研究逐渐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展至社会、经济等非传

统安全领域。① 基于对安全的认识论差异，非传统安全研究发展为以常规建
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美国路径，以及以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
研究为代表的欧洲路径。其中，哥本哈根学派因提出安全化理论而成为非传
统安全研究的主流。②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是在综合国际关系、语言学、政治学等相关
理论核心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这一理论中，安全的概念已从传统客观威
胁论或主观恐惧论转向话语安全，安全被定义为一种言语行为和自我指涉的
实践。③ 进而，哥本哈根学派将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安全的话语分析
工具，以 “言外行为”解释安全话语的实践意义，④ 即安全通过话语表达而
完成安全行为。⑤ 斯密特的政治学观点则为揭示安全化机制提供了启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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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斯密特主张政治应以敌我关系为划分标准，一个议题的政治化程度取
决于敌我关系的对抗程度，激化敌我矛盾可能使公共议题极端政治化。①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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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安全化并非纯粹的话语机制，而是安全主体与受
众在内外部环境影响下的互动过程与结果，① 强调安全话语与结果的外在因
果关系。② 对此，安全化政治学派与社会学派的分野主要在于安全概念在认
识论上的对立，前者坚持话语机制的建构主义观，后者则转向实用主义。选
择以何种认识论展开安全化理论研究则主要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需求。③

（二）知识产权安全理论内涵
知识产权安全理论是介于安全化理论与知识产权应用之间的中层理论，

其受安全化理论指导并指涉知识产权实践。在阐释理论思路之前，先回答构
建知识产权安全理论的必要性、知识产权安全元理论选择、知识产权安全理
论的认识论立场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提出知识产权安全理论是中国应对当前大国竞争格局之所需。在
近期国际经贸摩擦加剧、科技脱钩加速的推动下，知识产权问题被前所未有
地塑造为尖锐的国际冲突。美国宣称中国存在 “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
转让”等行为，危害其国家安全，于是对华发起贸易制裁与技术封锁，从而
对中国经济与科技安全构成威胁。中国解决这一危机的关键在于，需厘清知
识产权问题被美国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话语机制，解构美国知识产权安全
话语，进而建构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因此，当下亟需一种既能对话国际
安全研究主流理论、又可应用于中国知识产权安全实践的中层理论。其次，

以安全化理论作为元理论的原因在于，相比其他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倡
的话语安全有助于解释当代大国竞争中知识产权以话语形式安全化的逻辑，

同时，安全化理论提供的话语分析机制也提高了构建知识产权安全理论的可
操作性。最后，本文选择安全化政治学派为理论基础，秉持建构主义认识论
立场，关注知识产权安全的话语建构机制而淡化话语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
关系。

对此，根据安全化理论，对知识产权安全可定义为将知识产权问题建构
为国家生存威胁的话语行为。知识产权安全化则指，当知识产权问题被建构
为国家生存威胁而提出并被接受后，安全化主体采取特殊措施应对此威胁的
过程。知识产权安全理论需识别知识产权安全的指涉对象、分析层次与领
域、存在性威胁、安全化主体、安全化措施等关键要素，诠释谁的安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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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什么威胁安全、谁保障安全及如何保障安全等问题。①

第一，知识产权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国家，知识产权安全关注的是国家层
次的安全问题。承续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和分析层次，哥本哈根学派将安
全研究划分为个人、国家与国际三个层次，其中，国家一般位于安全研究的
中心并被视为主要的指涉对象。② 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知识产权所建构的
存在性威胁亦自然指涉国家。第二，知识产权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分析
视角，研究者可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安全问题从军事、经济、社会等传统领
域分离并整合为知识产权安全议题。将知识产权独立于一般的非传统安全领
域的逻辑在于，领域是安全研究中的分析视角，新领域的识别与提出是经验
选择的结果，研究者或安全化主体可在实践中将常用的安全话语确定为分析
领域。③ 作为一种惯常的表达，研究者既可将知识产权作为新的分析视角而
使一般安全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聚合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属议题，也可仍在
传统军事、经济等安全领域继续分析知识产权问题。第三，分析视角的差异
使知识产权领域形成了区别于一般安全领域的特定存在性威胁。知识产权领
域的存在性威胁是指，针对国家这一指涉对象，安全化主体以话语方式建构
的与知识产权行为相关的国家生存威胁。在建构存在性威胁时，安全化主体
需充分利用话语策略刻画出作为国家生存威胁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紧迫性与重

要性，以获得普通公众或权力精英等受众的理解与认同。④ 换言之，作为存
在性威胁的知识产权安全是安全化主体与受众共同话语建构的结果。第四，
知识产权安全化主体既是安全行为的施动者，也是安全政策的执行者，应处
于权威地位并掌握社会资源，主要包括政府、政治领导人、政治说客及压力
集团等。⑤ 这有助于其所提出的知识产权议题为受众接受，有能力在该议题
被纳入安全议程后应对威胁。

二、知识产权安全的历史演进

知识产权安全的历史演进涉及传统安全时期知识产权与军事利益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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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及非传统安全时期知识产权向经济或科技安全的发展。厘清知识产权
安全的历史进程，有助于解释知识产权问题是在何种社会背景下如何被建构
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一）知识产权与军事安全的融合
“战争与革命”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之前的时代主题，当时世界各国主要

关注国家军事安全，旨在预防军事入侵、保证国土完整及政权稳定。① 知识
产权因大国军事竞争冲突升级而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第一，专利制度秉承
的 “公开换保护”基本原则与战时国家安全信息保密需求相冲突；第二，知
识产权强调的私权属性观念与政府维持战时国家利益需求相冲突。

１．专利保密制度建立及强化

以公开换保护是专利制度运行的基本前提，但在战时紧急状态时，披露
涉及军事武器相关的专利信息将威胁国家生存。因此，一些国家政府将战时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专利信息披露行为建构为军事安全威胁，通过建立专利保
密制度这一特殊规则防止军事信息泄露。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促使英国授予世界首例保密专利。

１８５５年８月，发明人麦金托什向英国专利局提交了一份名为 “用于战争的易
燃材料相关改进”的专利申请，其说明书记载了一种战争攻击用途的煤焦
油，使用者可在俄国港口周围水域喷洒并点燃煤焦油以制造黑色烟雾驱赶敌
人。② 英国陆军部认为该发明可助英军轰炸俄国港口而获得胜利，但如披露
其发明将会使法国、德国获得武器信息。对此，陆军部要求专利局延迟专利
授权以阻止军事机密泄露，专利局采纳该建议并将该专利推迟至战后授权公
开。因此，通过延迟授权暂时阻止军事专利信息被披露成为一种战时专利申
请的特殊措施。③１８５８年４月，军火商阿姆斯特朗向英国专利局提交了一件
“用于大口径火炮或海军舰炮的膛线装置”专利申请，英国战争部意识到该
发明对提升英军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公开其发明信息将威胁英国的世界军事
地位。④ 英国总检察长、战争大臣等主张，为防止有关战争武器与弹药的发
明信息被披露而损害军事利益，应颁布 《战争弹药法案》，以保密措施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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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公开。① 至此，军事发明信息披露问题正式被英国政府建构为知识产权
安全威胁。保密专利兼具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信息的双重属性，专利保密制
度成为区别于一般专利申请制度的特殊安全政策，政府为维护自身军事利
益，可通过限制专利信息公开来阻止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机密泄露。②

两次世界大战推动战时军事大国建立了专利保密制度。一战期间，出于
国防考虑，美国在 《１９１７年对敌贸易法》中引入了专利保密规则，③ 通过限
制公开军事发明信息来防范军事机密泄露。④ 与此类似，苏俄政权在战时共
产主义时期将涉及国家利益的专利收归国有，⑤ 并在苏联政府成立后于１９２４
年建立了专利保密制度。⑥ 二战时期，原子能技术的问世促使各国采取更严
格的专利保密制度。为保证战时军事安全，苏联将专利保密范围扩至民用领
域，并于１９４１年修改专利法时规定专利授权可不以公开发明信息为条件，
同时将非法披露专利保密信息的行为定性为间谍罪。⑦ 美国则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２
年间先后三次修法提高专利保密强度，至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前，美国颁布了
近１１２００件保密专利，主要涉及雷达与电子设备、合成材料、核武器等军事
技术。⑧ 以核武器为例，美国对 “曼哈顿计划”涉及铀矿开采至原子弹制造
全过程的数千件发明专利颁布了保密令，⑨ 而核武器的出现也成为战后美国
继续施行专利保密制度的主要原因。冷战伊始，为应对苏联军事威胁和朝鲜
战争，美国颁布了 《１９５１年发明保密法》，将发明保密令有效期从战时延伸
至国家紧急状态乃至和平时期，其理由是非战时的发明信息披露仍可能被敌
国利用而威胁军事安全，因此有必要建立半永久的专利保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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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敌国知识产权保管与没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对国间的相互贸易管制致使部分参战国的关键产
业面临进口短缺问题，同时，敌对国中的技术先发国能够凭借其知识产权竞
争优势控制后发国工业的正常运行，令后发国关键产业供应链断裂危机不断
加剧。在这一极端政治环境影响下，后发国倾向于采取安全政策以限制先发
国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

２０世纪初，德国长期主导着全球有机合成化学产业的发展，并在美国布
局了大量知识产权，致使美国长期依赖从德国进口关键技术产品。一战爆发
后，德国对敌国或中立国分别实施不同程度的贸易管制，美国化工业因对外
贸易限制与对内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遭遇断供危机。对此，美国试图将该风
险纳入国家安全议程，强制保管德国在美知识产权，并许可美国本土企业使
用以维护美国产业安全。一方面，美国在国内不断制造反德情绪，将德国在
美工商业实体塑造成战时为敌国提供战争援助的 “间谍中心”或 “煽动窝
点”；① 另一方面，美国声称德国在美关键产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属于经济渗
透，将导致战时美国关键产业易受敌国控制并威胁美国军事安全。② 通过上
述话语表达，美国成功将德国塑造为军事敌对关系中的 “他者”，并将其在
美知识产权布局行为建构为对美军事威胁。基于此，美国政府宣称，应在战
时紧急状态下打破传统的敌国公民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国际法规则，暂时保
管敌国实体的知识产权，防止战时敌国通过限制知识产权行使而威胁美国军
事安全。随后，美国在 《１９１７年对敌贸易法案》中制定了敌国知识产权保管
规则，主张设立外国人财产管理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ＡＰＣ）暂时保管敌国知识产权。在保管期间，ＡＰＣ可向美国实体强制许可与

军事利益相关的专利，待战争结束后再将权利返还专利权人并支付许可费。

然而，随着美国对德敌意加深，两国敌我对抗关系越发激烈，德国在美
知识产权布局行为被进一步安全化。美国政府先后两次修改规则，授予ＡＰＣ
直接没收与出售敌国知识产权的权力。对此，ＡＰＣ先后在一战期间没收了德

国、奥匈帝国等同盟国以及比利时、法国等敌占区在美约１．２万件知识产权，③

８３１

①

②

③

Ａｌｉ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ｏｆ　Ａｌ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Ｈａｄ　ｂｙ　Ｈｉ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Ｙｅａｒ　１９１８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１９１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１９１９，ｐ．１４．

Ｈｏｗｌａｎｄ　Ｈ．Ｓａｒｇｅａ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ａ　Ｌ．Ｃｒｅａｍｅｒ，“Ｅｎｅｍｙ　Ｐａｔｅｎｔｓ”，Ｌａｗ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１１，１９４５，ｐ．９２．

Ａｌｉ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ｏｆ　Ａｌ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Ｈａｄ　ｂｙ　Ｈｉ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Ｙｅａｒ　１９１８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１９１９，ｐ．７；Ｈｏｗｌａｎｄ　Ｈ．Ｓａｒｇｅａ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ａ　Ｌ．Ｃｒｅａｍｅｒ，“Ｅｎｅｍｙ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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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又没收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轴心国约５万件专利、４００件

商标及２０万件版权。① 通过实施敌国知识产权保管或没收制度，美国成为战
时最大的知识产权持有国，助力其在战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３．国际出口管制行为的兴起

随着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敌对关系的重塑，技术出口行为被纳入知识产权
安全议程。冷战初期，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成了以美
苏为代表的东西方军事竞争格局，防止军事战略物资与技术进入苏联及其盟
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安全任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将与军事相关的知
识产权国际转移行为纳入安全议程，通过对军事战略物资与技术实施国际联
合禁运遏制东方阵营发展军事实力。一方面，美国颁布 《１９４９年出口管制

法》，要求对影响军事安全的战略物资与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在
国际上成立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制定国际联合禁运政策以防止原子能技
术、军事武器及战略稀有物资向东方阵营转移。② 以原子能技术为例，美国
认为曼哈顿工程时期所采用的专利保密措施并非冷战期间阻止核扩散的高效

方式，故而要求对与原子能技术相关的关键原料、设备及产品施加严格出口
管制，专利保密制度则主要发挥维持既有核武器技术信息保密状态之功能。③

冷战进入缓和时期后，东西方阵营军事对抗程度减弱，相互间国际经贸
往来日渐频繁，军民两用技术的兴起促使美国将出口管制政策的重心从纯粹
的军事武器禁运拓展为限制两用技术转让。④ 申言之，美国政府构建了军事
武器管制与军民两用物品管制相结合的出口管制体系。一方面，美国于１９７６
年先后颁布 《武器出口管制法》与 《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优化了军事技术
管制内容，加强对设计类、制造类、测试类两用高技术的出口管制，并将已
失去军事意义的技术排除在管制清单之外。⑤ 另一方面，美国在 《１９７９年出

口管制法》中正式将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作为一项基本国策，⑥ 并由商务部据
此制定 《出口管理条例》，对军民两用产品与技术实施具体出口管制。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ｈｉｔｅ，“Ｐａｔ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ｎｅｍ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２００１，ｐ．７．

吕文栋等：《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与中国应对策略研究》，《科学决策》，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第８页。

Ａｌｅｘ　Ｗｅ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ｐ．８３，８７．

崔丕：《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１３８页。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６，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ｓ．ｄｔｉｃ．ｍｉｌ／ｓｔｉ／ｐｄｆｓ／ＡＤＡ０２２０２９．ｐｄｆ．
崔丕：《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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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向非传统安全发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国际冷战局势渐趋稳定，经济全球化浪潮掀起，国

际社会开始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知识产权亦融入经济或科技安全。

第一，经济全球化推动知识产权规则与国际经贸体系挂钩。受益于第三
次工业革命，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市场的主导者，发达国
家为维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领导地位，需要建立严格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以扶持高科技产业发展。①１９９４年，美国以发起贸易制裁相威胁，推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缔结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定》（简称ＴＲＩＰｓ协定），旨在全球市场建立统一的高水平国际知识产权保
护规则，标志着知识产权从智力创造领域迈向国际经贸领域。② 自此，知识

产权与国际贸易规则融合并进入经济安全议程，其主要表现为两类安全威
胁：发展中国家的低经济发展水平难以适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高标准，发达
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威胁其经济利益。

第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剧大国间科技竞争。伴随经济全球

化影响，频繁的国际科技合作逐渐缩短了大国间的技术距离，而新兴技术的
发展为技术后发国提供了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为维持全球科技主导权，先
发国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科技安全议程，旨在通过限制科技信息流动或技术
贸易等方式封锁后发国的先进知识产权获取渠道。后发国则将技术封锁引发

的关键产业技术锁定风险视为安全威胁，进而踏上自主知识产权寻觅之道。

综上，知识产权已从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发展为国际经济或科技竞争中的
关键议题。为进一步分析大国经济或科技竞争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安全化机
制，下文将主要以中美竞争为叙事主线，详叙美国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经济

或科技安全议程的话语过程。

三、大国经济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安全化

大国经济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安全化以大国竞合关系为背景，因各国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差异所致，呈现为国际经贸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争端与市场准
入、知识产权壁垒与经济渗透、知识产权盗窃与网络间谍等各类经济安全

０４１

①

②

李滨、陈怡：《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３
期，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吴汉东：《国际变革大势与中国发展大局中的知识产权制度》，《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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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一）知识产权争端与市场准入
发达国家将国际贸易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问题视为经

济安全威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至入世期间，为获得国际贸易的市场准入资

格，逐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两大框架下构建适于本土经济

发展水平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美国则根据中美关系变化，以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低威胁其经济发展为由，制造知识产权争端，采用报复性关税制

裁、限制高技术转让等特殊政策限制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美建交推动中国主动建立符合本土经济发展水平的现

代知识产权制度。１９７９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世界进入新冷战格局，为遏制苏

联发展，美国与中国建交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① 在中美经济合作

中，中方为吸引国际投资、引进先进技术，② 主动制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并

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的多个国际公约。③ 同时，为保证知识产权制度与

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相符，防范过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威胁国家经济利益，中

国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刻意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保持一定差距，④ 但这也

为随后美国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问题纳入经济安全议题提供了理由。

冷战结束后，美苏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解体，大国竞争关系发生变化。

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美经济逐渐出现贸易失衡

现象。受冷战思维影响，美国开始将中国塑造为潜在竞争对手， “中国威胁

论”开始登上美国政治舞台。⑤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自１９８３年以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外交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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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至１９９６年已近４００亿美元。① 这一问题被美国

视为国家经济威胁而安全化，同时，囿于美国把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视为贸易

失衡的原因之一，故而知识产权问题也一并被纳入经济安全议程。② 在知识

产权安全化过程中，美国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问题，包括

未对药品与化学品、商业秘密提供法律保护，未对美国作品提供著作权保

护，以及存在大量知识产权侵权现象而对美国产业造成重大损失。③ 对此，

美国分别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三次通过 “特别３０１调查”挑起中美

知识产权争端，对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发难，拟以

报复性关税制裁政策迫使中国通过修法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维护美国在

华知识产权利益并扩大在华市场准入。至此，知识产权问题被美国政府作为

维护国际贸易优势的工具而纳入经济安全议程。

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转冷并呈竞争与合作并存状态，美方担心放宽

高技术转让限制将使中国获得大量关键技术，从而威胁美国经济竞争优势，

因此不断调整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减少知识产权国际转移，并加大高

技术产品贸易限制，④ 此外，还重构国际出口管制体系，主导制定 《关于常

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瑟纳尔协定》，强化对华高技术出口

的国际管制。这一行为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并为下一轮中美知识产

权争端埋下伏笔。

（二）知识产权壁垒与经济渗透
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所限难以适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高标准，在

国际贸易过程中容易遭遇知识产权壁垒与经济渗透。２００１年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其因消除国际贸易关税壁垒而获得国际经济竞争优势，同时，由于中

国所遵守的 ＷＴＯ体系下的ＴＲＩＰｓ协定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知识产权

保护标准远超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导致通过法律移植

及本土化所形成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未能有效适应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即中

国产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并呈劳动密集型特征，社会公众的知识

产权意识淡薄，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与保护本土创新的功能无法有效发挥。与

之相对应，高水平知识产权制度更有利于保护来自发达国家与跨国企业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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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１９９７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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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亚玲：《安全化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１６—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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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新平：《欧美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研究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中西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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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果和商业竞争优势，并成为其设置知识产权壁垒与经济渗透的制度
工具。

第一，发达国家通过设置知识产权壁垒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准入资
格。入世初期，中国企业主要利用成本领先战略在海外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欧美国家则将其视为产业经济威胁而实施特殊贸易保护措施。例如，在２００１
年温州打火机事件中，温州打火机行业因通过低成本竞争占领欧洲市场而被
欧盟视为经济威胁，欧盟在欧洲打火机协会的游说与压力下效仿美国制定了
《儿童安全法案》，强制要求从中国进口的低价打火机加装儿童安全锁，但当
时安全锁专利主要由欧美国家控制，加锁行为直接导致温州打火机行业失去
价格优势而被排挤出欧洲市场。① 与此类似，美国为贯彻 “美国优先”的贸
易保护主义思想、防止发展中国家崛起对其构成经济威胁，长期以知识产权
侵权为由对中国、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实施 “３３７调查”。例如，自

２００２年起，中国成为接受美国 “３３７调查”最多的国家，美国每年 “３３７调

查”案件中涉华案件长期占其全球案件总量的３０％—４０％左右。②

第二，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竞争优势进行经济渗透并控制中国市场，

将中国关键产业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提高，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快速占领中国市场并
获得垄断利润。尽管中国也因此受益并发展为制造大国，但未能完全实现通
过技术引进提升本土创新质量之目的，反而在跨国企业知识产权竞争行为影
响下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上述知识产权竞争行为具体包括几个方面。其一，加强在华关键产业专
利布局以控制中国核心技术市场。在中国入世后，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先
发经验在中国关键产业进行专利布局以强化对华关键产业的控制。以电子核
心产业为例，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间，跨国企业在中国进行大量专利布局，中国本
土产业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４３％，③ 产业安全处于风险状态，本土企业因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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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勤、田珊珊：《技术性贸易壁垒、质量管制和产业成长———基于欧盟ＣＲ法案对温州打火机
行业影响的案例分析》，《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２页。

朱雪忠、徐晨倩：《大国竞争下的美国涉华３３７调查与中国应对之策》，《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５期，第８０６—８０７页。

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外国申请人在华发明授权数／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总数，具体检索过程
如下：使用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申请日选择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地域范围选择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技术领域
选择电子核心产业 （ＩＰＣ分类号来源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２０２１）》），
检索结果发现，中国共有４３６８６７件发明授权，其中申请人为外国人的发明占４３．０１％，具体包括日
本 （９９８２２件／２２．８５％）、美国 （３０００６件／６．８７％）、韩 国 （２６０４６件／５．９６％）、德 国 （１０２２５件／
２．３４％）等。参见徐辉鸿：《产业安全中的知识产权风险要素分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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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无法自主可控而受制于人。其二，利用专利联营垄断技术发展并排除
市场竞争。跨国公司以专利交叉许可方式组成专利联盟，向中国本土企业收
取高额专利许可费以扼制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例如，在２００３
年ＤＶＤ专利收费事件中，跨国ＤＶＤ巨头组建３Ｃ与６Ｃ专利池，以专利侵权
诉讼为威胁向中国本土ＤＶＤ企业多次收取高额专利许可费，导致中国本土
企业沦为跨国公司代工厂，ＤＶＤ产业近乎夭折。其三，通过外资并购围剿中
国自主品牌。跨国公司通过海外并购对中国各行业龙头企业实施 “斩首”，①

在获得本土企业控制权与受让驰名或著名商标后，借助被并购企业平台推出
新品牌以快速占领中国市场，限制被并购企业商标使用，导致中国自主品牌
大量流失，国内诸多行业被境外资本控制并沦为代工地。② 例如，“美加净”、
“活力２８”、“小护士”、“乐百氏”、“天府可乐”、“北冰洋”等知名商标均在
跨国企业的 “消灭式品牌并购”策略影响下被长期雪藏并逐渐失去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中国已意识到外国实体的知识产权行为对本国

产业经济造成威胁，但未能及时将其纳入安全议程。这一原因在于，虽然中
国通过法律移植实现了知识产权制度本土化，但因长期缺乏知识产权文化基
础与制度环境，③ 中国企业与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全
社会难以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共识，因而外国实体的知识产权竞争行为无法在
国家层面被安全化主体与受众共同建构为存在性威胁。直至２００８年 《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以后，中国全社会才逐渐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国家经
济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

（三）知识产权盗窃与网络间谍
金融危机与互联网浪潮的双重冲击促使美国将发生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纳入经济安全议程。２００７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与失

业率激增，美国认为对于该现象中国在国际经贸过程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难辞其咎，并拟多次对华实施贸易制裁措施。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发
生后，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与失业率激增现象，因而重振美国经济并维持全球
领导地位才成为２０１０年 《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任务。④ 为此，美国通过强
化 “中国威胁论”论调以塑造中美经济竞争关系，并开始长期将中国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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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清、吴有红：《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３页。

李勇军：《外资收购我国驰名商标的立法缺失及其完善———以 “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为
例》，《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４—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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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侵权视为威胁美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所谓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进行安全化的话语建构。
首先，美国将 “知识产权侵权”话语以夸张修辞方式刻画为 “知识产权

盗窃”。这一方面有利于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表达，降低社会公众对知识
产权侵权的认知难度，另一方面，通过模糊知识产权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
界线，加深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重性的认识，帮助美国公众认识
到知识产权侵权对经济安全的危害性。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夸大事实、挪用
数据等方式升级中国知识产权侵权事态。例如，美国在２０１２年专门成立知
识产权盗窃委员会重点关注中国 “知识产权盗窃”，该委员会２０１７年发布的
报告指出，“每年美国在假冒商品、盗版软件和窃取商业秘密三方面的经济
损失在２２５０亿至６０００亿美元之间”。① 这一妄断随后被美国政府或媒体选择
性引用且虚构为 “中国每年盗窃美国知识产权６０００亿美元”并大肆宣传，
中国 “知识产权盗窃”遂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共识。最后，美国政府还将中美
贸易逆差结果主要归因于中国 “知识产权盗窃”，指出美国经济安全威胁源
于中国 “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并为诉诸国际贸易制裁提供支持。
美国网络安全问题推动了商业秘密盗窃安全化。奥巴马政府在上台后，

开始将网络安全问题视为美国最严重的经济与军事安全挑战。② 为加强网络
安全的监管与控制，美国以保护信息资产为名，将中国 “商业秘密盗窃”纳
入国家安全议程。③ 其一，通过政府机构报告论证网络环境下的商业秘密盗
窃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例如，２００８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
布报告指出，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知识产权容易被竞争对手盗窃从而削弱美
国的经济与技术实力。④２００９年，美国政府报告估计数据盗窃将造成约１万
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损失，联邦政府必须考虑国家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⑤

２０１１年，美国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指出，网络空间为盗窃者提供新的盗窃
渠道，助其从美国企业、大学及政府机构获取大量信息并造成数十亿美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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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① 其二，通过话语修辞策略提高商业秘密盗窃对经济威胁的紧迫性。
一方面，美国政府文件将商业秘密盗窃与网络黑客入侵、网络犯罪等行为并
列，② 隐喻商业秘密盗窃事态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模糊商业秘密概念，将
国家军事机密、政府机密等信息等纳入商业秘密范畴，并用 “工业间谍”、
“经济间谍”等话语进行夸张描述。③ 其三，将中国塑造为最大的商业秘密盗
窃国，强化中国 “网络安全威胁者”身份，例如，美国媒体将与中国相关的
商业秘密盗窃案称为 “史上最大规模财富转移”，④ 同时在政府文件中公布大
量与 “中国政府或机构有关”的窃取商业秘密案件，⑤ 暗示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商业秘密盗窃国且对美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最终，当成功将商业秘密盗窃纳入国家安全议程后，美国出台了 《减少

美国商业秘密战略》并作为行动框架，将商业秘密保护上升至国家战略层
面，随后通过外交、立法、执法等途径，阻止来自中国的 “网络间谍”行为
以维护美国经济安全。⑥ 在立法上，美国先后颁布 《２０１２商业秘密盗窃澄清
法》《２０１２外国经济间谍惩罚加重法》 《２０１６保护商业秘密法》等民刑制度
以应对中国威胁。在执法上，美国还针对中国科学家、华裔科学家等群体不
断提起商业秘密盗窃罪、经济间谍罪等刑事指控，包括华裔教授陈刚案、郗
小星案、天津大学教授张浩案等，甚至还于２０１８年启动为期三年的 “中国
行动计划”，以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入侵美国大学或实验室并窃取知识产权为
由，对中国在美学者或研究人员实施刑事逮捕。⑦

四、大国科技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安全化

随着近年来中国科技快速发展， “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开始从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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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扩散至科技领域。① 美国在２０１７年 《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将经济
安全纳入美国国家安全议程，把中国塑造为全面挑战美国实力并破坏其安全
与繁荣的竞争对手与繁荣的竞争对手，② 同时，鉴于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的
紧密联系，中国的科技创新行为也被美国渲染为威胁世界技术和知识产权的
“经济侵略”。③ 不仅如此，美国以中国威胁其全球技术与创新领导地位为由
挑起新一轮经贸冲突，其核心是围绕高科技产业的中美技术竞争。④ 初期美
国以中国 “知识产权盗窃”、“网络间谍”、“强制技术转让”等安全威胁为由
实施贸易制裁，随后发展至以技术出口管制、技术投资限制为主的技术封
锁。美国将上述知识产权行为安全化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维持在华知识产
权竞争优势、限制中国对外获取先进知识产权渠道，来维持中国关键产业与
世界领先技术的差距，将中国关键技术锁定于产业链低端环节或次优技术之
上。鉴于前文已详述 “知识产权盗窃”与 “网络间谍”两类安全威胁，下文
将重点关注其他三类知识产权行为的安全化过程。

（一）强制技术转让与歧视性许可
美国将中国允许跨国企业以技术出资方式设立合资企业的政策妄称为

“强制技术转让”与 “歧视性许可”，使其进入美国国家安全议程，希望阻止
中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获取美国关键技术类知识产权。具体而言，美方
认为，中国的市场准入规则导致中国企业通过 “强制技术转让”行为不正当
地获取美国企业的关键技术，剥夺美国企业对技术投资的经济回报，影响其
对后续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而威胁美国在全球的创新与竞争优势。⑤

对此，自２０１２年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简称ＵＳＴＲ）首次在 《特别３０１报告》中提出强制技术
转让议题，将贸易伙伴针对美国跨国企业制定的 “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
条件”和 “优先使用本国知识产权”两类政策认定为扭曲贸易的 “强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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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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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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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行为，但报告中并未指明中国的 “安全威胁制造者”身份。① 随后，

ＵＳＴＲ在逐年的 《特别３０１报告》中不断强化对强制技术转让与歧视性许可
的安全威胁话语建构，并加强对中国 “安全威胁制造者”的身份塑造。申言
之，ＵＳＴＲ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公布的报告中将强制技术转让刻画为外国势力

破坏美国优势的主要方式，同时为加强公众对强制技术转让威胁的社会认
同，还将商业秘密盗窃纳入广义的强制技术转让范畴，借助商业秘密盗窃的
安全化进程暗示中国的 “安全威胁制造者”身份。② 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三次报

告中，ＵＳＴＲ进一步将 “强制技术转让”与 “市场准入堡垒”、“阻碍外国投
资”、“损害当地制造商、分销商与零售商利益”等负面话语表达相关联，明
确指出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与歧视性许可行为。③２０１７年８月，美国政府
正式对所谓中国存在的强制技术转让与歧视性技术许可行为提出质疑，认为
上述行为将抑制美国技术出口、提高工人失业率、扩大中美贸易逆差，进而
要求 ＵＳＴＲ调查上述安全威胁并通过征求公众意见及举行公开听证会等方

式，促使美国政府与社会公众将所谓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与歧视性许可行为共
同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④２０１８年３月，ＵＳＴＲ正式确认中国存在所谓强制

技术转让与歧视性技术许可政策，并拟通过关税制裁与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

予以特别应对。⑤

针对美国宣称中国强制技术转让威胁经济安全的问题，中国在 ＷＴＯ争

端解决会议上先是厘清美国将强制技术转让建构为安全威胁的话语逻辑，即
美国政府直接引用美国企业将中国允许外资以技术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政策

视为强制技术转让的表达，苛责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及行为。随后，

中方进一步澄清了美国对中国市场准入政策的误解，强调中国不存在强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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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等程序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合意。在此安全化的前提下，美国颁
布 《２０１８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以强化对美国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的
国家安全审查，实现限制中国在美关键科技领域投资的政策目标。例如，近
期美国就通过 “长臂管辖”禁止中资私募公司智路资本收购韩国在美上市的
半导体公司 Ｍａｇｎａｃｈｉｐ。即使已完成技术并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可要
求取消并购交易。在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公司收购美国信息服务企业

ＳｔａｙＮｔｏｕｃｈ案、昆仑万维收购美国社交平台Ｇｒｉｎｄｒ案中，美国政府均以国家
安全为由要求中国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完全转让所收购的美企股份。受美国政
策影响，欧洲地区也逐渐将中国的对外技术投资与并购行为视为经济或科技
威胁，英德法等国相继通过立法或修法等方式扩大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
查与监管范围。

（三）限制技术出口与实体清单
在颁布 《２０１８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的同时，美国还出台了

《２０１８出口管制改革法》，以期通过限制企业技术投资与国际技术出口管制并
举的方式彻底阻止向中国转移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该法一方面填补了
美国 《１９７９年出口管制法》失效导致的长期法律空缺，另一方面也为 《出口
管理条例》提供永久性上位法依据。相比于旧法以维护国家军事安全为目
标，《２０１８出口管制改革法》将国家安全内涵扩展至经济安全领域，旨在通
过维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据此，美国技术出
口管制范围明确从传统军事技术或军民两用技术扩大至商用技术，特别强调
限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的出口、再出口及国内转移，
标志着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完全从军事安全政策发展为对军民两用技术或商用

技术进行管制的经济安全政策。①

然而，在关键技术出口行为的安全化进程中，美国政府与公众难以对新
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的管制范围达成社会共识。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美国商务部工
业安全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简称ＢＩＳ）在向公众征求新兴技术
管制清单的意见时，对照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所记载的技术领域将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等十四类新兴技术纳入管制范畴。来自美国工业界和科技界的反对
声音认为，新兴技术管制范围的不确定性将影响美国科研活动并削弱企业竞
争力，呼吁将新兴技术仅限制在军事领域以减少对科学合作与国际贸易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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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① 由于政府和公众难以对威胁国家安全的新兴技术范围完全达成共

识，ＢＩＳ只能以个案形式陆续将部分已形成合意的新兴技术纳入管制清单。

与之类似，２０２０年８月，ＢＩＳ向公众征求基础技术管制范围的意见时，工业

界代表也认为过多的基础技术出口限制会影响美国产业发展并导致科技落

后，强调为维持产业发展与正常贸易秩序，应仅对军事相关基础技术予以精

准管控。② 分析上述争议可以发现，在美国将限制技术出口行为从传统国家

军事安全领域扩张至经济或科技领域的过程中，由于政府与公众在新兴技术

或基础技术的管制范围上存在较大利益分歧，故而其安全化进程面临一定

阻力。

在扩大技术出口管制范围的同时，美国政府还进一步利用实体清单制度

对中国重要科技企业施行技术封锁。申言之，自２０１８年８月起，ＢＩＳ陆续以

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利益为由将中国科技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制裁范围，任何

向被制裁的中国企业出口管制范围内的产品或技术的申请将直接被推定为拒

绝，这导致中国科技企业面临更具针对性的技术管制。例如，２０１９年５月，

美国总统以外国对手威胁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为由签署行政令，禁止美

国企业购买华为电信产品与服务，并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及其６８家

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以期彻底排除其参与美国技术市场竞争。③

综观美国知识产权安全化进程，美国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通过限制中国

技术投资与并购、限制技术出口等技术封锁政策阻断中国获取先进知识产权

的渠道，另一方面，还在中国市场利用技术领先优势对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大

量专利布局，强化知识产权壁垒，阻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以期将中国企业

长期锁定于产业链低端或次优技术，难以与世界先进企业形成竞争。

面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安全化行动，中国在意识到知识产权安全的重要性

后，开始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议程。首先，中国以 “科技霸凌”、

“霸权主义”、“极限施压”、“胁迫”等语词揭示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威胁

制造者身份。进而，阐述中国当前关键技术领域和核心产业依赖技术进口、

缺乏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现状，揭示美国通过技术封锁精准打压中国高科技

产业、加剧中美科技竞争对立的行为。最后，强调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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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公众意见详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ｇｏｖ／ｄｏｃｋｅｔ／ＢＩＳ－２０１８－００２４／ｃｏｍｍｅｎｔｓ，笔者对２３２份
公众意见进行了整理与阅读。

公众意见详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ｇｏｖ／ｄｏｃｋｅｔ／ＢＩＳ－２０２０－００２９／ｃｏｍｍｅｎｔｓ，笔者对６０份
公众意见进行了整理与阅读。

戚凯、朱思思：《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大国技术竞争———以美国对华为政策为例》， 《外交评
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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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技安全所造成的关键产业供应链局部断裂、核心技术低端与被动锁定等
威胁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呼吁加强对事关国家安全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并维
持技术体系自主可控。在将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安全化行为成功建构为中国国

家安全威胁之后，中国一方面先后制定 《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
（试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出口管制法》等安全政策以反制美国，

另一方面也尝试通过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建立 “揭榜挂

帅”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正面突破美国技术封锁。

五、中国的知识产权安全政策选择

大国竞争关系的变化影响知识产权安全化中敌对关系的转换，世界经济

与科技发展促成不同知识产权安全威胁的建构与解构。面对当前知识产权安
全化的国际趋势，中国不仅应审慎应对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安全政策，更需制

定面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

（一）美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应对
针对美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应聚焦知识产权安全理

论，解构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安全化的威胁话语和身份话语。首先，在威胁话

语方面，中国应在美国知识产权安全威胁提出时关注威胁话语的修辞逻辑及
策略，澄清其对中国知识产权行为的歪曲与误解，及时阻止美国知识产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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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案时，可加强引导组织或个人通过征求公众意见或听证会等正式渠道，

指出知识产权安全政策对其本土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威胁，降低美国公众对知
识产权安全化的认同度，削弱制定对华知识产权安全政策的正当性。

其次，在身份话语方面，中国需持续推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以缓解中美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紧张对立。在美国知识产权安全化进程中，美国因恐惧失
去全球领先地位而试图给中国贴上 “威胁者”的标签，这一关系的形成源于
美国长期歪曲与抹黑中国和平崛起所形成的 “中国威胁论”论调。美国将中
国塑造为 “威胁”、“危险”、 “不可信”、 “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威胁者身
份，① 导致中国成为知识产权安全威胁的 “他者”。对此，中国仍需持续在国
际社会呼吁塑造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破除西方国家的二元敌对思维方
式并削弱 “中国威胁论”的身份话语论调。事实上，中美关系也并非绝对的
竞争态势，双方仍期望在部分经济与科技领域保持合作。例如，近期美国对
华科技政策逐渐从全面科技脱钩转向 “小院高墙”式的局部脱钩策略，目的
就在于维持中美间部分科技合作。②

（二）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制定
中国应建立面向世界的国家知识产权安全政策，其具体涉及政策制定前

的知识产权安全话语建构和政策制定中的基本原则确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知识产权安全话语建构应坚持 “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的国
家安全观，谨慎展开中国知识产权安全化进程。促进经济与科技发展是知识
产权制度的关键，中国知识产权安全化进程作为区别于一般政治议题的特殊
行为，既需防范本应纳入国家安全议程的知识产权问题被忽视而损害国家利
益，也应警惕本无须纳入安全化的知识产权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致
知识产权制度失灵。对此，应将安全化理论中的存在性威胁概念作为中国知
识产权安全政策制定的判断基准，关注拟建构的知识产权威胁对国家安全影
响的真实性与紧迫性，回答 “若不解决这类知识产权问题，是否其他的威胁
都变得无关紧要”这一关键问题。对真实且紧迫的知识产权国家安全问题制
定安全政策，而对于真实且不紧迫或非真实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则应谨慎安
全化。例如，中国并未把国际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视为存在性威胁，而是通过
寻求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执法等常规途径解决。与之相比，西方国家对华联合
技术封锁行为则应被纳入知识产权安全议程，其原因在于，技术封锁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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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施旭、郭海婷：《学术话语与国家安全———西方安全研究是如何制造 “中国威胁论”的》，
《学术界》，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７２页。

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外交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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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键技术无法自主可控而威胁国家经济与科技安全。
第二，在制定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时应秉持宽严相济理念，关注安全

语境变化引起的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调整。安全话语建构须以特定语境为
基础，大国竞争关系与社会情境的转变将会使知识产权安全中的敌我关系发
生变化，以致未安全化议题安全化或已安全化议题去安全化。例如，中国当
前实施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政策、限制技术出口政策、实体清单政策等应随
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竞争和合作关系的变化而调整，既应继续严格防范关键
领域核心技术出口威胁国家安全，又可适当放宽部分已无关国家安全的技术
出口，避免因过度管制而影响国际科技与经贸合作。

结　　语

本文将知识产权安全回溯于国际安全研究范式之中并构建知识产权安全

理论，梳理分析知识产权安全概念以及知识产权安全化的过程机制，为应对
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知识产权安全政策、制定中国的知识产权安全政策提出对
策和思考。
知识产权安全的本质是一种将竞争国的知识产权行为建构为本国军事、

经济或科技安全威胁的话语行为，知识产权安全化是知识产权信息流动、知
识产权权利转移与知识产权产品交易等风险行为被政府与公众共同建构为国

家安全威胁的过程。知识产权安全的外延则通过知识产权安全化机制中的身
份话语建构与威胁话语建构两个环节不断扩展。在知识产权安全化的历史进
程中，知识产权因与国防利益冲突而融入军事安全议程，并随经济全球化和
科技革命进入非传统安全范畴。非传统安全领域下的知识产权安全政策本质
上属于国际贸易管制政策，在大国经济竞争中知识产权安全政策事关国际贸
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大国科技竞争中知识产权安全政策事关国际技术贸
易管制。
鉴往知今，近期美国对华制定的 “小院高墙”式技术封锁政策以及俄乌

冲突下俄罗斯免除向 “不友好国家”支付专利赔偿费政策，均在知识产权安
全化的历史进程中有迹可循。解构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安全话语机制，有助于
中国更好地应对美国知识产权安全威胁，同时，中国还必须在坚持统筹发展
与安全兼顾原则、宽严相济理念的支撑下，制定面向世界的国家知识产权安
全政策，审慎对待中国知识产权安全化进程。

（责任编辑：杨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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